
 

 

October 31, 2021 

习近平政府的对日外交和历史问题 

—关于悼念“南京事件”1国家公祭化的初步考察之“草案”— 

福冈大学人文学系教授 

大泽 武司 

前言 

历史问题是考量中国对日外交时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想必没有异议。江藤名保子女士的一

系列研究，将“历史认识问题”放在中国国内政治和对日外交的关联中，对改革开放时期的结

构和发展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2
。 

本文是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举办的研究会“中国对外行动分析框架的构建”（主查：庆

应义塾大学教授加茂具树）上，笔者正在研究的习近平政府对日外交中历史问题的定位，以及

其结构和发展相关事例研究的草案汇总。 

目前，笔者重点调查和研究的是习近平第 1届执政时期对日外交中关于历史问题的定位。

当然，本文目的在于，以研究会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中国国内政治过程解读为重点，在此基础

上，对中国的对外行动，也就是对日外交的分析框架的构建做出一点贡献。 

话虽如此，但笔者原本的专业研究对象为“无邦交年代”（1949-72）的中国对日外交，

分析中国当前政府的外交行为，很难说有足够的见识
3
。但是，从所谓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研

究这个问题时，可能得到怎样的考察，笔者不才，愿意试着挑战一下。 

另外，本研究将对照与“南京事件”有关的当代现象进行分析
4
。也就是，通过追踪有关

制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下文简称国家公祭日）”（12 月 13 日）的政治过程

（2014 年 2 月 27 日全国人大批准），并对公祭日的制定在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对日外交关系中

的意义加以初步性的考察。 

另外，作为本案例研究的最终着陆点，笔者也将提及与设立“南京事件”悼念公祭日几乎

同时完成的“南京事件”申报并列入世界记忆遗产（2015 年 10 月 10 日），以便加以更加立体

全面的考察。 

 

Ⅰ 第 1 届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日中关系—结构性理解 

 

第 1 届习近平执政时期（2012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0 月）的日中关系，由于 2012 年 9 月

日本政府对尖阁群岛实施国有化，可以说开始于战后史上最差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中国而言，对日外交一直被视为对美外交的因变量
5
。这一

点，笔者认为目前的习近平政府也没有太大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捕捉第 1 届习近平执政时

期对日外交的相关思想、理念及政策、方针、战略的大框架，大致可以掌握以下几点。 

换言之，可以这样理解，习近平执政的基本思想和理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提出“大国外交”和“新型大国关



 

 

系”，在这种思想、理念以及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背景之下，因日本政府将尖阁群岛国有化

而造成堪称“战后史上最差”的中日关系对峙，第 1 届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对日外交由此开始
6
。 

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被称为“战后史上最差”的状况，与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缔结日

华和平条约（1952 年 4 月）而断绝的战后初期日中关系非常相似。当时，诞生之初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正处于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刻，高举反美帝国主义大旗，在国际社会寻求扩大生存空

间，展开了“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以此离间日美关系，促使日本保持中立。也就是，中国

自己主动寻求与被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日本改善关系，在经济、文化、以及解决“人道

问题”等诸多领域，展开了积极的对日和平攻势。 

最终在中国国内政治急速变化的背景下，对日外交也趋向强硬，1950 年代中期以“逐渐

积累”方式形成的“日中友好”期在 1958 年 5 月彻底断绝，但其关系改善的政治过程，对考

察当前日中关系仍有诸多启示
7
。虽然有点“自卖自夸”的感觉，不过笔者认为，以这种理解

为前提，追踪第 1 届习近平政府展开的对日外交时，像这样“古老陈旧的”理解框架，也并非

毫无意义。 

简单来讲，第 1 届习近平政府的对日外交，可以评价为是基于习近平版对日“以民促官”

战略而展开的
8
。2012 年 11 月组建成立的习近平政府，从一开始就强烈批评原 A 级战犯、坚持

“敌视中国”的岸信介之孙安倍晋三首相的“右倾化”，同时授意公务船频繁侵入尖阁群岛

周边的日本领海，试图造成领土问题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安倍首相始终坚持不存在领土争

端的态度，反复强调“对话的大门一直敞开”，耐心等待中国方面出招。 

胶着状态延续之下，习近平政府打出的是基于“以民促官”战略，积极推动经济交流。该

举措背后想必也有对本国经济减速的危机感。2013 年 9 月，中国中信集团（CITIC）董事长常

振明率领中国 10 家大企业代表团成功访日，揭开两国经济交流的序幕。代表团一行向经济团

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和官房长官菅义伟等人大力宣扬了中国经济界重视日本的姿态。 

此后，第二年即 2014 年 5 月，在青岛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与

商务部长高虎城举行会谈，这是尖阁群岛国有化后日中内阁官员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正

式会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当月下旬，米仓会长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前国务委员（主

管外交）唐家璇会面，提出“政经分离”推动经济交流的建议。9 月，经济同友会、日中经济

协会等超过 200 人的大规模代表团相继访华。 

不过，决定性的还是在当月 30 日的施政演讲中，安倍首相亲自使用了“战略性互惠关系”

这样的措辞，发出实现首脑会谈的明确信息。众所周知，“战略性互惠关系”是第 1 次安倍政

权提出的日中关系基本理念，是为打破小泉纯一郎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政冷经热”

的两国关系，选择中国作为就任后出访首站的安倍首相对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话。安倍首相的

演说，含有渴望在 11 月北京 APEC 首脑会议上实现首脑会谈的强烈意愿。 

不过，几经波折实现的两国元首第一次会面，出于对国内的“考虑”，最终成为“面无微

笑的握手”。但是，自此以后，各领域的日中合作重新开始，并且在 2015 年 4 月纪念万隆会

议 60 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实现“微笑握手”，财政和经济以及安全保障、节能、环境领域随

即开始实务协商。 



 

 

另外，作为记忆中的新现象，该时期访日的中国游客激增。同年 1 月，日本政府决定放宽

签证发放条件，当年 2 月的春节期间所谓“爆买”现象席卷日本。这其中既有人民币升值的影

响，也有习近平政府的“意愿”，更多中国人得以有机会接触“真实的日本”，中国国内日中

相向而行的前提也已具备。 

进入 2015 年下半年后，一段时期内日中关系改善的步伐有些缓慢，但 2017 年 5 月，自民

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携带“安倍亲笔信”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表

达了对“一带一路”构想的合作，以及实现日中穿梭外交的积极姿态，可以说日中关系的改善

由此突然加快。 

接近自民党大佬二阶干事长的这种手段，与过去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近自民党实力派高碕

达之助和松村谦三的做法如出一辙
9
。从这一点上，笔者同样看到了把第 1 届习近平政府对日

外交与建国初期中国的对日外交进行对比考察的意义。 

虽然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宾”访日迄今还没能实现，但在

高呼“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权上台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政府通过对日“以民促官”战略来

离间日美，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Ⅱ 制定“国家公祭日”的经过 

 

正如前节的论证，第 1 届习近平政府巧妙地展开对日“以民促官”战略，成功地把日中关

系带入改善基调。从长期观点来看，只要成为“大国”的中国把“超级大国”美国作为“主要

敌人”，那么对中国而言，与日本的关系，必然会前所未有的重要。 

历史性地看，中国试图对日示好之际，总是存在一种所谓“历史认识问题”“背景化”的

倾向。例如，1950 年代开展对日“以民促官”战略时期，中国虽然实施了对日战犯审判，但

采取所谓“宽大处理”，向日本示好。另外，根据 1960 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推动

“半官半民”交流时期，传说是领导层内部决策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
10
。 

1970 年代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期，不顾中国国内的反对意见，实际履行了对日“放弃索赔”。

1980 年代的“蜜月期”，虽然因为教科书问题和中曾根康弘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等造成历

史问题显露，同样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事态。 

基于这样的事实，为改善对日关系而开展“以民促官”战略的第 1 届习近平政府，如何定

位、如何处理历史问题这一日中关系的“鬼门关”，可以说是评价其对日外交政策时的重要问

题。 

那么，该时期最受热议的历史问题都有哪些呢？本文无法对细微事项进行一一罗列，最引

人注目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家公祭日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 年 2 月）

及中国劳工提出强征劳工集体诉讼和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受理决定（同年 3月）
11
、“南京事件”申报（同年 6 月）并被列入（同年 10 月）世界记忆遗产、围绕抗战胜利 70

年，大规模扩建及修复“侵华”相关纪念追悼设施
12
以及推动大型历史资料集的编纂发行工作

13
等。

14
 



 

 

本文旨在为笔者参加“中国对外行动分析框架的构筑”研讨会，最终解析习近平政府制

定国家公祭日的政治意图并考察其政治过程，而对相关事实关系的概要进行整理。 

制定国家公祭日（在日本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追悼日”等），是 2014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决定。第二年正值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可以说是习近平政府第一次迎来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活动。而在此之前制定

了“国家公祭日”。 

尽管如此，但制定国家公祭日的动向，并非始于习近平政府成立后。正式悼念“南京事件”

的起点究竟在哪里，对此需要重新进行慎重的讨论，不过在对日关系中突出“南京事件”，且

在中国国内出现明显动向，是在 1980 年代中期
15
。 

 说起来，聚焦于国家公祭日的制定时，论述的起点应该是反复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

郎执政时期，即所谓“政冷经热”时期所显露的“南京事件”国家公祭化的动向吧。2001 年

4 月小泉政府成立之后，小泉首相虽然巧妙地避开了“终战纪念日”，但反复多次参拜靖国神

社，不断刺激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情。2004 年 7 月重庆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发生反日骚动，

第二年 3 月中国又掀起签名运动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中两国间的紧张

状态到达顶点。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赵龙采取了行动。2005 年 3 月 9 日，赵龙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三次会议上与 49 名政协委员共同联名提出《关于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升格为国家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建议将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下文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设施，并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6
。 

该申请的理论依据是，“南京事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剧之一”，

强调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馆和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都是国家级设施，二者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提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及“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

用”“共同推动世界和平和发展”等理由
17
。 

虽然最终该提案没能成功通过，但确实播下了“南京事件”国家公祭化的种子。此后，在

胡锦涛政府后半程，日中关系以“战略性互惠关系”为基础，一度发展比较平稳，但 2010 年

9 月发生了所谓“中国渔船撞船事件”，围绕尖阁群岛，日中间的领土问题再受关注，到 2012

年 2 月，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TAKASHI）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言一出，当地南京的

行动再次活跃起来。 

2012 年 3 月 9 日，赵龙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上提交《关于将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升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警示性文化遗产的提案》，力主应该通过

此举“对恶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予以有力反驳”
18
。 

2005 年和 2012 年，赵龙两次在全国政协提出“提案”，但两者内容都仅限于将南京大屠

杀纪念馆升级为国家级设施，以及为其申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并未提及将悼念

“南京事件”国家公祭化。但是，官方资料显示，2005 年 3 月的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



 

 

议上，赵龙“最早提出应该将每年 12 月 13 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建议”
19
，可见他在“提案”

报告时，作了这方面的发言。 

赵龙再次提交“提案”的 2012 年 3 月，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有了更大的动向。几乎同时

期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3 月 10 日）上，江苏省代表邹建平委员（南

京艺术学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副主任委员）也谈到名古屋市长河村的发言，

批评其“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影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强烈“建议”设

立悼念“南京事件”的国家公祭日
20
。 

该建议指出，“南京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惨剧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灾

难”，并呼吁必须通过制定国家公祭日以及举行公祭活动来“表明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

平的立场”。同时“建议”，“把今年 12 月 13 日定为第一个‘国家公祭日’，要求全国人大

或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出席悼念仪式”。 

在这样的事态变化下，同年 9 月，日本政府宣布“尖阁群岛国有化”，日中关系陷入堪称

战后史上最差的状况。正如前文已经提及，该年年末日中两国各自新政权上台，开始了各种各

样外交方面的角力。 

 

Ⅲ “国家公祭日”制定的法律程序 

 

那么，制定国家公祭日是经过怎样的过程最终实现的呢？2014 年 2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制定国家公祭日的法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提交审议。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李适时就立法宗旨及《决定（草案）》的起草过程进行了说明
21
。关于立法宗旨，笔者

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详细考察，这里首先来看一看《决定（草案）》的起草过程。 

根据李适时的说明，起草过程大致如下。 

 

受委员长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决定（草稿）的起草工作。法制工

作委员会研究了近几年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有关地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活动情况，调查、

查阅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和文献，并对联合国及波兰、美国、以色列等 30 余个国家设立纳粹

大屠杀纪念日的规定和方法进行了比较。此外，还通过举办座谈会，分别听取了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中央相关部门、相关专家的意见，同时，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经过各方面意见的汇总和研究，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决定（草案

征求意见稿）》，并分别向中央相关部门和相关省（市）以及有关专家征求了意见。法制工作

委员会在这些意见基础上，对草稿征求意见稿加以进一步修改，同时与相关方面进行反复研

究，完成了决定（草案）
22
。 

 

一般而言，在中国的立法程序中，虽然有形式主义之嫌，多是先由负责部门起草法律草案



 

 

的草案，即《草案征求意见稿》，以此为基础，征求中央相关部门及相关省（市），以及有关专

家意见后再形成最终性的《决定（草稿）》
23
，本《决定》看来也采取了相同的程序。 

翌日 26 日上午进行了“分组审议”，参会委员们提出了修改意见。《决定（草案）》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逐条研究”，修改了若干语句。不过，因为“践踏文明”“泯灭良

知”等用词不能充分表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因此将表述修改为“人类文明史上，灭

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另外，出于包括外国籍罹难者在内的观点，将“死难同胞”改成了

“死难者”，不过这些都仅限于字词修改的范畴。 

翌日 27 日，《决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以下为笔者拙译，为解读《决

定》中包含的真正意图，特将全文列出如下。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

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

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

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每年 12 月 13 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

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24
。 

 

经过这样的程序，南京沦陷日作为悼念“南京事件”的国家公祭日，被赋予了法律上的权

威。 

 

结束语 

如笔者开篇所述，本文是一篇研究过程中的中间性报告。本研究的最终着陆点是习近平政

府对日外交与历史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历史问题放在

与国内政治过程的关联中，来考察其中的结构。就在撰写本文的当下，对于考察所涉及的诸多

重要因素，笔者也产生了很多的想法。 

那么，在汇总最终性研究成果之前，笔者想先梳理一下国家公祭日制定后国家公祭活动的

大致情况。 

 

 

開催年 演　　　　　　　　　　　　説 備　　　　　　　　考

第1次 2014年 習近平国家主席 全人代常務委委員長張徳江が主持

第2次 2015年 李建国全人代常務委副委員長・党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せず・国務委員王勇が主持

第3次 2016年 趙楽際中央組織部長・党中央政治局員 全人代常務委副委員長沈躍躍が主持

第4次 2017年（70周年） 兪正声全国政協主席・前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習近平国家主席出席・党中央宣伝部長黄坤明が主持

第5次 2018年 王晨全人代常務委副委員長・党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せず・「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施行

第6次 2019年 黄坤明党中央宣伝部長・党政治局委員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せず・全人代常務委副委員長曹建明が主持

第7次 2020年 陳希中央組織部長・党政治局委員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せず・全人代常務委副委員長沈躍躍が主持



 

 

（笔者整理） 

 

迄今为止国家公祭形式的“南京事件”悼念仪式共举办了 7 次，其中尤以 2017 年 12 月

14 日“南京事件”70 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活动但没有发表演讲”，引发了研究

人员的各种分析
25
。当然，包括所谓“精日”问题的处理、“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的实

施等，围绕悼念“南京事件”国家公祭化，后来也发生了很多值得讨论的事情。 

通过整理与设立国家公祭日相关的“前史”“法定程序”以及“公祭实施概况”等，最

后谈一谈目前笔者考察的焦点。 

首先是习近平政府加强“历史教育”和悼念“南京事件”国家公祭化之间的关联。众所

周知，习近平政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而加强“四史”教育，笔者希望厘清的问题是，本研

究考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在其脉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不言而喻，中共“党的领导”的正统性，其根据之一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中中共做出的贡献。

在第 1 届习近平政府改善对日关系这一外交目标下，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抗日战争中最

大的屈辱“南京沦陷（南京事件）”这一历史是如何进行“政治性定义”的呢？解读其中包含

的习近平政府真实想法绝非易事，却是极其重要的课题。 

其次是解析制定国家公祭日的实质性主体（领导机构）。本文中，作为考察的起点，梳理

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参与的表面程序，但实际上想必存在以中央宣

传部或中央组织部为主管部门的事实上的《决定（草案）》起草责任部门，只有掌握了这一点，

才能理解习近平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体系性“管制”的意图和实情。虽然存在诸多史料

性限制，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另外，在本文所考察的一系列事件和现象中，中国人民的“民意”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也是

考察的要点。从 1980 年代中期，因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引发历史问题纠纷以来，围绕“南京事

件”，对日批判的民意一直未曾平息。为什么“南京事件”的悼念日被定为国家公祭日？在笔

者看来，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人民”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悼念”的“成绩”可能也有

重要的意义。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屈辱”“胜利”“悼念”“党的领导”“作为国际和平

秩序维护者的正统性主张”等诸多要素，习近平政府小心谨慎地与所谓“四史”
26
的“叙述”

保持一致，围绕本研究对象“中国对日外交与历史问题”，作出了各项“决策”。与国家公祭

日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制定几乎同期进行的“南京事件”相关资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等一系列动作，也可以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一起考虑吧。 

作为目前暂定性的结论，笔者认为，基于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战略性互惠关系”，

基于习近平政府对日靠拢的必要性，正是出于结构性“管制”国内关于历史问题各种言论的

目的，悼念“南京事件”国家公祭化才得以实现。当然，作为日本研究者论述该课题需要极其

慎重，因此，其结论和论证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进展
27
。   

 
1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后所发生的日军一系列加害行为，关于其名称

及发生的历史性事实真相等，其理解、见解、主张众说纷纭。本文并非以论述该历史事件本身



 

 

 

为目的，因此采用日本外务省网站所使用的“南京事件”这一表述。 
2
 江藤名保子《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日本—“爱国主义”的重塑与历史认识问题》（劲草书房、

2014 年）。 
3
 笔者一直从事 1950 年代中国对日外交和日中之间战后处理问题的研究，著有拙作《毛泽东

的对日战犯审判—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和 1526 名日本人》（中央公论新社、2016 年）等。 
4
 聚焦“南京事件”的既往研究数量庞大，其中与笔者关注问题最为接近，以日中历史和解为

研究主题，涉及“南京事件”的最新研究，有王广涛《关于日中历史和解的研究》（博士学位

申 请 论 文 、 名 古 屋 大 学 大 学 院 、 2017 年 ） 。

https://nagoya.repo.nii.ac.jp/records/24606#.YWEPExrP2Hs 
5
笔者认为，关于邦交正常化以前的日中关系，从所谓“内在性发展”的观点出发，“以民促

官”“半民半官”这种实质性的两国关系的逐渐积累是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但

按照田中道彦《日中关系 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等主流学说的理解，是美

中两国靠拢这一冷战格局的转变，引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6
 赵宏伟《中国外交论》（明石书店、2019 年）将中国研究所编《中国年鉴》刊载的“动向、

对外关系”部分的“概观”所整理叙述的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外交的全貌按年份梳理刊登，

对掌握事实关系的演变很有帮助。 
7
 参见拙稿《前史 1945-1971》，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编《日中关系史 1972-2012 Ⅰ 政治》

（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 年）。 
8
 下面本节所述内容，是对拙稿《走向新时代“共创”的日中关系》（《公明》第 147 号、2018

年）22-25 页内容的整理和重新汇总。 
9
 关于 1960 年代“半官半民”重启日中交流的政治过程，在拙稿《再论战后初期日中关系“断

绝”—（1958-1962）》添谷芳秀编著《现代中国外交的六十年—变化与持续》（庆应义塾大学

出版会、2011 年）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进行了详细论述。 
10
 朱建荣《中国为何放弃赔偿—决策过程与说服国民》（《外交论坛》第 49 号、1992 年）。 

11
 2014 年 2 月 26 日，多位原中国劳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员法院起诉三菱材料（原三菱矿

业）及日本焦炭（原三井矿山），要求赔偿损失及登报道歉，次月 18 日，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原

告起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中国法院受理有关被掳劳工集体诉讼的先例。据当时《朝日新闻》

（2014 年 3 月 19 日）的报道，中国司法相关人士对此表示“在目前的日中关系下不可能作出

不予受理的判断。党的领导层现在绝不能让人民看到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有缓和的姿

态”。在此之后，河北省的唐山市及沧州市、衡水市、石家庄市等地也提起了集体诉讼。而三

菱材料在二战结束 70 年之际的 2015 年 8 月启动和解程序，2016 年 6 月之后，通过设立“历

史、人权、和平基金（三菱材料基金）”等，不断摸索向原劳工提供救济的方式。 
12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事件有，与 2014 年设立国家公祭日同期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第三

次扩建工程。笔者本人曾“潜入”竣工不久的“新馆”，发现与以前的纪念馆不同，新馆展出

内容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世界战争胜利的贡献，强烈感受到中国开展

的全新“历史战”。 
13
 抗战胜利 70 周年（2015 年）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开庭 70 周年（2016 年）前

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均编辑出版了关于对日战犯审判的大型资料集。本文在此不做

详述，不过习近平政府着重强调“叙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对日战犯审判的“参与”，以此强调自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参与者、贡献者，是战后

国际秩序创造者的一员。为佐证这一点而积极推动的一系列基础工作有：有关东京审判基础资

料的编纂、编译、发行（东京审判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 80

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

献集成》全 50 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译《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全 12 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年）等）以及日本“侵华”相

关资料的挖掘、编纂、发行（汤重南主编《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全 59 卷（线装书局、

2015 年）和汤重南主编《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全 51 卷（线装书局、2016 年）、对日战



 

 

 

犯审判文献丛刊编委会编《横滨审判文献汇编》全 105 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对

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编委会编《二战日军战史资料汇编》全 30 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等），另外，还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战犯处理相关资料的编纂和发行（中央档案馆

编《中央档案馆所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全 50 卷（中华书局、2015 年）以及中央档案馆

编《中央档案馆所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全 70 卷（中华书局、2017 年）等）。此外，专

门聚焦关东军“罪行”等的金成民主编《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全 60 卷（中国和

平出版社、2015 年）等也公开出版。 
14
 另外，2017 年 1 月 3 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小学落实以“十四年抗战”

概念为基础的历史教育，笔者希望能在本研究最终完成之际，拿出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政策与

国家公祭日制定之间关联的研讨成果。 
15
 所谓“南京事件”在中国国内最早受到关注，是 1982 年发生的所谓教科书问题事件。关于

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后来江苏省南京市悼念“南京事件”的历史性经过，笔者将在本研

究的最终成果中，论述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国内“民意”这一原因时一并进行论述。 
16
 《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3035 号提案》朱成山、朱同芳主编《国家公祭 解读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资料集①》（南京出版社、2014 年）9-12 页。 
17
 同上。 

18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 4936 号提案》前文《国家公祭》13-14 页。 

19
 “前言”同上、1-2 页。另外，赵龙自己的说法是，2004 年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后，在与该馆馆长朱成山的不断接触中，逐渐产生了“设立国家公祭日这一想法的雏形”（《原

政协委员赵龙—“九年时间的等待，值得”》《中国新闻网》2014 年 12 月 12 日）。 
20
 《关于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的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5888

号建议》前文《国家公祭》15 页。 
21
 李适时“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

定（草案）》的说明”（2014 年 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2014 年第 2 期、315-316 页。 
22
 同上。 

23
 例如，笔者进行案例研究的 1950 年代中期中国对日战犯处理时“宽大处理”方针的确定过

程，也遵循了几乎相同的程序（参见拙稿《“人民的义愤”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战犯

政策》（《军事史学》第 44 卷第 3 号、2008 年））。 
24
 2014 年 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前文《国家公祭》第 3页。 
25
 远藤誉《习近平、出席“南京事件”国家哀悼日—不作演讲的相关解释》（2017 年 12 月 14

日）https://news.yahoo.co.jp/byline/endohomare/20171214-00079264（最终确认日期：

2021 年 10 月 31 日）以及三船惠美《“习近平新时代”中的中国外交与日中关系》（《驹泽法

学》第 18 卷第 1 号、2018 年）等。一般媒体大多认为习近平不做演讲的行为是出于“对日本

的考虑”。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研究的最终成果中加以讨论。 
26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叙述”是对历史性事件

进行评价的基准，更是支持中共施政正统性的理论性基础。关于中共加强历史教育，概览历史

认识问题的文献，有江藤名保子《中国共产党政权与日本（下）—历史问题、国内统治的主力

腿（经济教室）》《日本经济新闻》（2018 年 5 月 25 日）等。另外，概述“四史”与加强历史

教育之间关系的文献，有川岛真《《四史》—中国新的公共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基础》（2021 年 2

月 16 日）及《加强《四史》教育与共产党的 100 周年》（2021 年 6 月 4 日）两者均刊登于

《Science Portal China》（2021 年 10 月 31 日最终访问）。 
27
 支持笔者预备性考察的既往研究有：马驰骋、文红玉《作为政治符号的国家纪念日读解—以

近年中国新增的四个纪念日为对象》（《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1 卷第 4 期、

2018 年）、司忠华《仪式—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国家公祭仪式为例》（《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2019 年第 5 期），以及乔凯、朱平《国家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与路径—以国家公

祭仪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 10 期）等。尤其是马驰骋、文



 

 

 

红玉就 2014 年相继制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 月 3 日）”“中国烈士纪念日（9 月 30

日）”“中国宪法日（12 月 4 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2 月 13 日）”，考察其作为“政

治符号”的意义，展开的论述与笔者所关心的问题非常接近。另外，“南京事件”相关资料申

报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5 年 10 月）与设立这些“纪念日”之间的关联性，也有必要

从“政治符号”这一视角加以考察。 


